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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  景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的提出、调整和完善,伴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包括生育

质量的不断提高,全国的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从 1970年代初的 6个孩子以上,

降到 1990年代初的更替水平,并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已长达 10年以上。中国人口已经完成了从

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

然而,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的完成, 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逐渐成为中国人

口在过去 20余年中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之一。一般认为, 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为 103~ 107。但

是,中国出生性别比自 1980年代以来开始偏高且持续升高, 1982年为 107. 6; 1990年为 111. 3; 2000年

更达 116. 9; 18年间增加了 7. 74%。很多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出生性别比

偏高是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把产生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个现象归因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文利用因果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中国出生性别比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

2  假设与因果分析

211  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因果关系,因为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执行以控制生育数量

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 所以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偏高和升高。

如果这个命题成立, 至少以下关系应该成立: 第一,有控制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地方, 出生

性别比就会偏高;第二,生育调节政策越严格的地方,出生性别比越高。然而,现实中至少有三个矛盾

难以解释:

第一,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 为什么无计划生育的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 当今国际人口演变中已经发生的历

史变化表明,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人口发展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

逐渐成为人们的期望和行为。随着现代受孕、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

人们满足既要少生, 又要实现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事实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在包

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东亚、南亚国家或地区都普遍存在, 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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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等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以生育政策规定的形式限制家庭生育数量,但是生育率依

然下降很快,从 1950年代后期到目前,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6. 33下降到 1. 41;新加坡从 5. 99下降到

1. 36; 印度从5. 92降到3. 01; 香港从 4. 72下降到1. 00。而同一时期, 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从 108增加到

112以上;新加坡从 108增加到 109以上然后又回落到 108上下; 香港从 106增加到 109。出生性别比

均随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偏高或升高的迹象。

第二,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 为什么生育调节政策严格的城市地区的出生性

别比正常或者偏高程度低,而生育调节政策宽松的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却偏高严重? 我国城乡生

育政策和生育率变化有显著差异。城镇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0的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则广

泛采取/第一胎是女孩的夫妇可以再生育第二胎0的政策;老、少、边、穷地区的生育政策则更加宽松。而

且,城镇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程度都比农村快, 城镇总和生育率从 1960年代开始下降, 1970年为 3. 28,

1970年代中后期达到更替水平,目前徘徊在 1. 0上下;而农村总和生育率 1970年高达6. 38,几乎是当时

城镇生育水平的一倍,生育率从1970年代开始下降,到1990年代中才达到更替水平,目前保持在 1. 8以

上,城镇实现更替水平的时间比农村早 20年。但是,中国出生性别比恰恰是在生育政策相对宽松的农村

地区严重偏高,生育政策相对严格的城镇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相对较小(见表1)。

表1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城乡比较

年份 城市 镇 农村

1982 106. 9 107. 7 107. 7

1987 110. 5 113. 4 113. 6

1990 108. 9 112. 1 111. 7

1995 111. 9 115. 6 117. 8

2000 112. 8 116. 5 118. 1

  资料来源: 1982、1990 和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1987和 199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第三,计划生育和医疗技术条件好的城市出生

性别比偏高程度轻, 而计划生育和医疗技术相对落

后的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重。从道理上讲, 城

镇的计划生育服务场所、公共医疗卫生条件、服务质

量都要优于农村, 如果想进行胎儿的性别鉴定和性

别选择流产都比农村便捷、安全,甚至成本更低。但

是城市居民并不是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的最

严重的人群, 大部分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

发生在农村居民, 尽管其中有些农村居民的行为发

生在城市或城镇。

综上所述, 这些矛盾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认真

地鉴别和思考: 农村夫妇甘愿冒更大风险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显然,另有因素在驱动着他

们对所要生育孩子的性别进行选择, 而且这种选择不根本取决于有否计划生育政策或计划生育政策

是否严格, 这在不同国度、不同地区都有广泛的例证。事实上, 与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经济社会发

展并存的旧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普遍重男轻女的生育意愿和偏好,成为人们对出生性别进行选择

的主要的和强大的动因。同时应该指出, 特别在亚洲国家,不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何, 人们普遍重

男轻女的生育意愿和偏好比世界其他地方表现得更加突出。

2. 2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因果分析

可以肯定, 出生性别比偏高或持续升高, 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基础性因素。中国现时的社会生产力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以及社会环

境依然构成了男孩偏高的基础,尤其观念性文化因素,新旧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并存,旧的婚育观念

和生育文化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二是促进性因素。现代社会少生孩子(无论是

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的趋势使人们失去或放弃了自然选择孩子性别的机会,只好采取人为的措施选

择期望性别的孩子。三是技术性因素。现代受孕技术、避孕节育技术、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

的进步与发展, 为人们选择孩子性别提供了可靠手段。有基础、有动机、有技术保证,共同促成了中国

的高出生性别比(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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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及逻辑关系

2. 2. 1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仍然具有滋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条件
表 2 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生育遗愿( 2002年)

生育意愿  城市 小城镇  农村  合计

意愿生育子女数  1. 39  1. 53  2. 01  1. 78

意愿生育性别比

一孩  125. 2  131. 7  259. 0  171. 3

二孩 101. 0 111. 4 106. 6 104. 8

总体 108. 5 109. 8 121. 5 117. 8

  资料来源:陈胜利, 张世琨主编1 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 2002 年城乡居民

生育意愿调查1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3

男孩偏好依然是中国生育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

意识和现代观念中, 子女性别

的男孩偏好, 从包括中国在内

的东亚、南亚, 到中东以及北非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或地区都普遍存在, 这是许多

国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

化基础。中国传统的/重男轻

女0、/男尊女卑0、/传宗接代0、

/延续香火0、/养老送终0、/多子多福0、/孝道0、/人丁兴旺0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是传统生育文化和

生育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现实需求性, 又有文化继承性,至今并没有完成根本性的转变,仍

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男孩偏好是农民生育需求的

核心所在。儿子对于家庭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其自然性别的属性,成为家庭生产力、家庭兴旺、家庭

地位、家庭延续的象征。据最新资料显示(陈胜利、张世琨, 2003) , 在有生育政策的假设前提下:第一,

多数人依然期望生育二个或更多孩子。被调查总体 ( N = 17380 人) 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平均为

图 2 有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的意愿生育子女分布

1. 78个, 其中城市为1. 39个、小城镇为 1. 53个, 农

村为 2. 01个(见表 2)。比较而言, 约有 2/ 3的人想

生育二个或更多孩子,约 1/ 3的人只想生育一个孩

子,还有 4. 5%的人不想要孩子(见图 2)。第二, 存

在强烈的男孩偏好, 被调查者的意愿生育性别比为

117. 8,其中, 一孩严重偏高,为 171. 3,农村更甚, 为

259. 0;二孩正常(见表 2)。反映出人们不但有性别

偏好,而在只要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偏好更加强烈;

在希望生育二个孩子的前提下,最理想的生育性别

组合是儿女双全。第三, 生育目的的主流是/传宗接代0和/养儿防老0, 分别占被调查者的 34. 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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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6% ,其中城市为38. 8%和17. 4% ;农村为45. 3%和30. 5%。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影

响力,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中国/速成0的生育率转变和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文化观念的必然结果。

决定出生性别比变化的根本是经济因素。事实上,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几乎是和社会经济系

统的开放、改革和快速发展同步而行的。为什么经济发展的同时, 出生性别比却在不断升高? 首先,

在欧洲先发的(老)工业化国家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 但是并没有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

题。从经济基础看, 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家族经济逐步

社会化,社会经济体系超越了家族经济体系,家族企业虽有名分,但必须置身于社会的监督和控制之

下,在种种制度下运行,本质上丧失了家族的特性。子女在家庭财产的传承中只能得到很小的利益,

儿子在家族或家庭中的经济地位的优势几乎彻底丧失,男孩偏好的社会经济以及家庭基础不复存在。

而后发(新)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都曾经历或者正在经历出生性

别比偏高。虽然同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其社会经济体系却是以家族经济为基础,缺乏社会

控制,子女有完全的继承权。在儿子的养老功能、家庭经济功能消失的同时,儿子作为家族或家庭经

济财富继承者和传递者的功能以及保持家族社会名望和地位的功能被无限强化和放大。所以在整个

社会都选择了少生的大背景下,为了家族利益,当然要设法满足生育儿子的愿望。中国虽然社会制度

有所不同, 但是私营经济的性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极其相似。其次,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起步阶段,

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男孩偏好观念,儿子在家庭中有

现时需求性。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而且私有经济

的成份越来越大,私有经济的基础是家庭和家族, 这和新发工业化国家几乎完全一致,儿子作为不改

变家族经济姓氏的客观需要, 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 中国 6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 农村落

后的生产方式和小农经济体系,也是促进人们想要生儿子的原因,因为农村男人不但是家庭主要劳动

力,而且儿子的家庭养老功能依然很强。

制度缺位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主要社会因素。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我国快速人口转

变的过程中,对于家庭人口小型化后所产生的家庭养老资源短缺问题认识不足,国家相应的养老保障

制度安排,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严重滞后于群众的需求。目前农村实行的依然是以土地保障为

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助相结合0的养老保障制度,农村老人还主要依靠子女赡养。其次,人

工流产合法,只要孕者自愿,几乎任何原因的人工流产都可以实施,而且计划生育部门、公共医疗卫生

机构、个体门诊三分天下。第三,人情社会, 执法不严, 人际关系复杂, /人情大于原则0, /关系重于规

定0, 尽管国家法律、地方法规、政府文件三令五申严格禁止非医学原因的胎儿性别鉴定, 但是走后门、

托关系的鉴定依然存在,更有甚者,有些人为了经济目的专门从事性别鉴定的营生。第四, 遗产制度

缺位, 子女几乎可以完全继承父辈的财产,为了防止家庭财产传给/外姓人0,就必须要有能够继承家

族姓氏的儿子; 第五,保障只有女儿家庭的各项制度不健全或者不能充分落实。

2. 2. 2  影响出生性别比的技术方便可得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计划生育事业发展, 依靠科技进步,计划生

育能为人们提供的安全、方便、快速、优质的服务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 越来越可靠。同时, 科技进步

也满足了人们更方便选择生育孩子性别和随意流产的需要。自 1980年代中期以来, 现代化的简便的

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人工流产技术越来越容易得到, 如 B 超机、人工流产技术、药物流产技术等。虽

然配置这些设备的初衷是为了计划生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但其滥用也使得胎儿性

别鉴定、人工终止妊娠变得越来越容易,手段越来越安全,成本越来越低廉。

2. 2. 3  少生孩子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促进性因素

(1)少生孩子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和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因素。大量事实显示,生育率、

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 性别偏好往往与大家庭规

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相反, 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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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 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

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则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 小家庭的性别比偏高; 在家庭内

部,表现为性别比随胎次的增加而快速上升, 而且高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出奇的高( Park. C. B and Cho.

N. H, 1995)。

传统上,多生子女几乎是家庭满足期望的孩子性别结构的唯一自然方法和途径。根据国外学者

研究, 如果在出生性别比为 106的假设下, 一个家庭要想保证至少有一个男孩, 则需要生育 1. 82~

1. 94个孩子( Steps. M, 1963) , 而中国的政策性总和生育率只有 1. 465(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等,

2003)。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保持在更替水平下十多年,少生孩子已经成为全国大多数人们的生育行

为, 2000年人口普查,城市家庭的平均规模只有 3. 01人,镇家庭为 3. 21人,农村家庭也只有 3. 38人;

而且 3/ 4的城镇家庭和 2/ 3的农村家庭的规模在 2~ 4人之间。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简单化已经成为

城乡共同的特征。

( 2)少生孩子不单纯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少生孩子使得生育率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是导

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在微观层面上限制家庭规

模,宏观层面上控制人口数量及其增长速度)对总和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强度为- 0. 831, 高于社会经济

因素的直接影响强度;而社会经济因素的间接影响较大,主要通过促进计划生育活动为人口控制创造

环境(魏津生、王胜今, 1996)。在可能影响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多因素分析中, 具有显著意义的指标是

人口控制能力, 可以解释总和生育率变动的 54% (林富德、翟振武, 1996)。当然,在不同时期, 计划生

育政策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是不同的, 生育率水平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 20世纪 50年代

呈正相关,但相关性很小; 1960年代相关性增大,但转为负值; 1970年代仍为负相关, 但相关性很弱;

1980年代以来负相关性增强, 说明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对生育率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1980年代以来逐

步增强(彭希哲、黄娟, 1993)。对过去 30年生育水平下降的路径分析结果是, 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在

下降,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 1970年代计划生育作用是主导, 1980年代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

展二者的作用基本达到平衡, 而199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主导作用(陈卫, 2005)。计划生育政策

对中国生育率降低影响重大, 但是这一因素只能解释生育水平下降的一半左右,另一半则要依靠社会

经济因素、生育观念转变等因素来解释。

( 3)伴随生育率下降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中国特有。中国不是唯一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

国家。伴随死亡率水平, 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孩子的存活概率不断提高,促使在过去半

个世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最不发达国家都普遍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见表 3)。这种

规律性的变化不是限制性生育政策的结果, 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等因素

的释然。

与此同时, 即使是没有生育政策的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见图 3)。以韩国和

新加坡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家庭计划(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司, 2002) ,妇女总和生育率从

1950年代后期的6. 33下降 1980年代的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为 1. 41, 其出生性别比在1970年代经历了

108~ 110的轻度偏高,在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出生性别比快速上升, 1990年达到 117, 90年代略

有下降,但始终保持在 110~ 116之间。新加坡华人占 77%, 1949年家庭计划协会发起家庭计划活动,

在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和人口理事会,负责制定全国人口计划。1972年在全国实施/两子女0 政策。
随生育率的持续下降, 1984年解散政府家庭计划和人口理事会,成立了部门间人口理事会,提出新的

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如果你能养得起就生育三孩或更多0, 同时还颁布了一整套的奖励生育的措施
(如父母奖励、减免分娩费、提供托儿所、劝阻人流和绝育等) ,但是, 生育率一直维持 1. 5~ 1. 7的低水

平,出生性别比保持偏高状态。台湾、香港也无不如此。

( 4)孩子的养育成本快速攀升是促进家庭少生孩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按照 1998年的消费模式

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 16周岁止(包括生活消费、文教消费、医疗消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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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消费) ,平均抚养费为 5. 8~ 6. 7万元, 其中城市平均为11. 0~ 13. 4万元, 农村平均为 4. 1~ 4. 4万

元。如果按照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 1978~ 1998年间城镇平均抚养费增加了 241. 43% ,农村平均抚养

比增加了 326. 98% , 20年间城乡抚养费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6. 33%和 7. 53% (杨魁孚、陈胜利、魏

津生, 2000)。人们普遍产生了/多生孩子养不起0的认同。
表 3 世界、各地区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婴儿死亡率的变化( 1950~ 2005 年)

年  份

总和生育率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

中国

家

最不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不

含中国)

中

国

婴儿死亡率( j )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

中国

家

最不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不

含中国)

中

国

1950~ 55 5. 02 2. 84 6. 16 6. 64 6. 14 6. 22 157 59 180 198 173 195

1955~ 60 4. 95 2. 82 6. 01 6. 66 6. 20 5. 59 141 43 163 182 157 179

1960~ 65 4. 97 2. 68 6. 03 6. 71 6. 16 5. 72 119 33 136 171 143 121

1965~ 70 4. 91 2. 37 6. 01 6. 66 5. 99 6. 06 104 26 117 158 131 81

1970~ 75 4. 48 2. 13 5. 39 6. 58 5. 67 4. 86 93 21 105 148 119 61

1975~ 80 3. 90 1. 91 4. 63 6. 40 5. 21 3. 32 88 18 98 139 110 52

1980~ 85 3. 57 1. 85 4. 13 6. 28 4. 83 2. 55 78 15 87 127 95 52

1985~ 90 3. 37 1. 83 3. 83 6. 02 4. 44 2. 46 70 13 77 118 85 50

1990~ 95 3. 03 1. 69 3. 40 5. 77 4. 04 1. 92 64 10 71 111 76 47

1995~ 00 2. 83 1. 58 3. 11 5. 46 3. 65 1. 80 61 8 67 108 72 41

2000~ 05 2. 69 1. 56 2. 92 5. 13 3. 34 1. 83 56 8 61 97 65 37

  资料来源: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2003) ,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 Vol. 1 comprehensive tables)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图 3 部分国家或地区出生性别比比较

抚养孩子的成本以家庭支出为主, 社会支出为辅,城镇的家庭抚养费和社会抚养费之比为 85. 6B

14. 4, 农村为87. 7B12. 3,农村的家庭抚养支出比例更大。和 1978年比较, 同一指标分别为 67. 9B32. 1

和79. 0B21. 0。无论城乡,总抚养费中的家庭支出部分的比例越来越高, 社会支出部分的比例越来越

少。随着教育体制、公共卫生体制、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

普遍提高,可以预见未来孩子的家庭抚养成本还会不断攀升,抚养孩子的家庭负担会进一步增大。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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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抚养成本的快速上升是刺激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

3  结  论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和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直接关系,二者不是因果关系。出生性别比偏

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这些诸多因素及其产生的综合作用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说明。中

国有着几千年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基础,男孩偏好是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育价值体现。

在社会经济发展刚刚起飞,总体水平和实力尚不发达的今天,特别是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 几千年积

淀的社会文化基础不可能在普遍推行计划生育几十年的短时期内彻底改变。旧的传统的婚育观念和

生育文化依然在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 /家有男孩0不但是人们生育文化、生育精神的追求,也是体现

家庭经济功能、社会地位、财富与宗氏传承的需要,是家族链不至于断裂的必须,这是出生性别比偏高

的社会经济基础。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便捷、安全、廉价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成为可能,且方便

可得。少生子女不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少生孩子使人们失去了通过多

生育子女来自然选择满足家庭理想孩子性别结构的机会,只好借助现代技术达到既要少生,又要生育

男孩的预期。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夫妇少生孩子的重要手段, 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出生性别比偏高

不是中国特有, 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东亚、南亚, 甚至中东和北非的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

也偏高。一句话,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早日到来, 加速人口转变的实现, 间接地影

响了出生性别比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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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x Preference in Childbearing for Chinese Women

Liu Shuang,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 Renmin Univer sity of China

Using data from two reproductive health surveys in 1997 and 2001 and the 2000 census, this paper examines characteristics and pat-

terns of sex preference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ldbearing for Chinesewomen by looking at sex ratio at last birth, parity progression ratio

by number of children a woman has, and childbearing and child survival by different sex combinations of previous children. Sex pref-

erence and the subsequent sex selection is the underlying force driving sex ratio at birth to be abnormal.

Abnormal High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China

Yuan Xi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Research, Nankai University

Shi Hailong, China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 combination of several factors explain the rising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le the culture of son prefer-

ence and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root cause, declining fertility reinforces the practice of sex selection through using tech-

niques for sex identification and abortion. China. 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one of the factors, but not the only factor , contributing to

fertility decline. No evidence is available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cas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abnormal

high sex ratio at birth in China.

Lag and Telescoping: Featuring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China

Li Jianxin, Sociolog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Jow- Ching Tu, Sociology Department, Hongk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ne of the major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s that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develop-

ing countries lags behind mortality transition. Being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 China has the same situation, but further more,

China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telescoping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resembling China. s modernization pattern. Lag and telescoping are u-

nique feather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China.

Defining Population Security

Zhai Zhenwu andMing Yan, Center f 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opulation secur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human security, is a concept proposed by Chinese scholars. It falls into categories of non

- traditional area of security, involving security of population itself and of other objects on which population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Changes i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should be in favour of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ecurity.

Marriag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dvantages versus Disadvantages

Zhang Xiaobing and Wang Daguan, Off ice of Legal Syst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Wang Xinqing , Party Committe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an Lin, Institute of Women. s Studies , All- China Women Federation

Hou Jiawei, Center f 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virtually not allowed to marr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 1990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gulations were revised in 2005, which removed barriers to marriage for university undergrad-

uate students. This has inspired a lot of debate on jurisprudential explanations for the revision, the right to marry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e revision and its challenges to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er-

vices. For a more formal discussion on these issues, policy- makers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revision, university leader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are invited to write on the related issues. The revision has major jurisprudenti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rather than

practical importance.


